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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讯联系在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现代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代

际间沟通的主要方式，可能会对父母的精神生活与福利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在农村子女持

续外流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

影响。 研究表明，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子女通讯联系越频繁，父
母精神状态越佳，且结果稳健；同时，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对于精神疾病易发的农村女性和老年群体而言，上述联系能够显著改

善母亲的精神健康，但未显著改善老年父母的精神健康。 这意味着，当前嵌入现代通讯技术

的“新时代家书”在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农村老龄群体的作

用较为有限。 因此，未来农村养老政策制定应关注信息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家庭养老方式变

化，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互补融合，以此有效提升农村老年人群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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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精神健康伴老年，安乐幸福享晚年”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状态目标，关爱中老年人精

神健康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Ｐａｒｋｅｒ 等，２００７；ＷＨＯ，２０１２）。 然而，当前中国中老年人精神健康并不

乐观，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尤为凸显且更容易被忽视（Ｌｅｉ 等，２０１４）。 数据显示，农村地区中

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农村中老年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高达 ３２. ２５％，而城镇地

区该比例只有 ２１. ９４％①。 精神健康对中老年人的危害同样呈现出城乡差异，农村地区老年人痴呆发

病率和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１；Ｊｉａ 等，２０１４）。 未来，如何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口的精神健

康水平，则是推进积极老龄化，以及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不言而喻，农村父母精神健康离不开子女精神赡养的支撑（穆光宗，２００４）。 长久以来，在传统孝

道文化影响下，中国农村家庭形成了以子女精神赡养为主的传统精神保障体系（费孝通，１９８３）。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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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 年相关数据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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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现实社会中，伴随着大量青壮年人口持续转移至城镇，老年人留守农村，导致精神赡养的主体

和客体被迫分离，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传统精神保障体系。 由于代际间空间距离增加，农村外出子女

与父母面对面情感交流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子女提供的当面精神慰藉便不得不减

弱（张文娟等，２００５；Ａｏ 等，２０１６）。 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如何影响父母精神健

康给予了广泛的讨论，普遍认为子女外出后对父母精神慰藉的缺失是导致父母精神健康恶化的主要

原因之一（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０６；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等，２０１１；连玉君等，２０１５）。 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外

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的背景下，
人与人之间的通讯联系更加普遍，外出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

事实上，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历来注重代际间的情感维护，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演变，但中国人的这种亲情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代际关系研究课题组，１９９９）。 即便在通

讯技术落后的古代和近代中国，远离父母的游子会通过书信形式，向远方的父母传达思念之情。 更是

留下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和《曾国藩家书》等传承至今的经典文学作品。 时至今日，传统孝

道文化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孝敬父母仍是社会公认的重要道德品质。 所不同的是，随着现代通讯技

术发展，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通讯联系的手段更加方便、快捷。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农村家庭手机拥有

率超过 ９０％，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６２. １９％①。 同时，大量通讯、社交软件开始盛行，通讯联系方式更加

多样化。 农村外出子女可以通过电话、语音视频等现代通讯手段，随时随地以较低的成本与父母联

系，代际通讯联系也变得更加普遍、频繁和深入∗。 现代通讯技术跨越了代际间的空间阻隔，有效拉

近了代际间的“情感距离”（Ｐｌａｔｔ 等，２０１４）。
健康经济学理论指出，父母精神健康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精神健康的要素投入（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７２）。 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子女精神慰藉是父母精神健康的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投入要素（费孝通，１９８３；穆光宗，２００４）。 虽然，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面对面情感互动减少给父母

精神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有学者指出，子女频繁的通讯交流能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Ｋｎｏｄｅｌ 等，
２０１０）。 理论研究还表明，不同特征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差异，女性和老龄人口是精神疾

病的易发群体（Ｌｅｉ 等，２０１４；赵忠，２００６）。 那么，在农村家庭精神赡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外出子女采用通讯方式的精神慰藉是否真的能弥补当面情感交流缺失对父母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
从而起到改善父母精神健康的作用呢？ 对于不同特征的父母，子女通讯联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
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为现有关于农村子女外出行为对父母身心健康影响的学术研究做

出理论逻辑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还能为优化家庭和社会养老资源配置，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

水平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
鉴于此，本文在农村子女持续外流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基于外出子女精神赡

养行为变化的新视角，深入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 具体地，首先在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健康需求模型框架下，从理论层面探讨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如何影响父母精神健康；然后，利
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的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

健康的影响，及其对不同特征父母影响的异质性；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为优化子女精神赡

养行为和社会养老供给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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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窘境。 一方

面，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赡养仍是父母养老的重要方式

（Ｋｕｈｎ 等，２０１１；Ｂöｈｍｅ 等，２０１５）；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拉
大了代际间的距离，这使得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照料和情感支持变得困难（Ｊｏｓｅｐｈ 等，１９９９）。 由此

引发的农村留守父母养老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重点探讨了子女

外出行为对父母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现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子女外出行为影响父母身心健康的总体效应进行评估，

二是就子女外出行为影响父母身心健康的机制进行探讨与分析。 在精神健康总体评估方面，无论是

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未得出一致结论。 有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导致留守父母精神健

康水平显著下降（杜鹏等，２００４；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等，２０１１；Ａｎｔｍａｎ，２０１６；Ａｏ 等，２０１６；温兴祥等，２０１６；Ｓｏｎｇ，
２０１７），有的研究则认为子女外出并未显著影响父母精神健康（Ａｂａｓ，２００９；Ｂöｈｍｅ 等，２０１５），还有研

究发现子女外出能够改善父母的精神健康水平（王小龙等，２０１１；刘畅等，２０１７）。 上述研究结论不一

致的原因，除研究所用数据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因为子女外出行为会通过多个路径影响父母精神健

康，并且不同路径的影响方向可能相反，而忽略对不同影响方向的机制分析，最终会导致总体评估结

果的不一致（连玉君等，２０１５；刘畅等，２０１７）。
因此，有文献就子女外出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和验证。 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支

持和生活照料两方面，分析外出子女赡养行为变化如何影响父母精神健康。 在经济支持方面，研究表

明，农村外出务工子女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经济收入增加使父母有机会改善健康投入，例如

饮食、休闲或医疗保障水平等，这些健康投入同时影响着父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７；
Ｆｒａｎｋ 等，２００９；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等，２０１１）。 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农村外出子女经济支持作为一种转移

性收入对父母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刘畅，２０１７）。 虽然农村外出子女可能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但由于空间距离限制，其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却在减少。 实证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缺

失不利于父母精神健康（Ｈｕｇｏ，１９９５；张文娟等，２００５；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１）。 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经验分

析表明，有外出子女的家庭中，父母承担的农业劳动、家务劳动、隔代照料负担加重，这给父母健康福

利带来负面影响（孙鹃娟，２００６；李琴等，２００９；左冬梅等，２０１１）。
子女赡养功能不仅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还包含精神慰藉（穆光宗，２００４），并且情感慰藉是

比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更能直接促进父母精神健康的方式（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等，１９９４）。 在精神慰藉方面，
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子女减少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会拉大代际间的关系距离，使老年人感到孤独和不

满从而影响父母精神健康（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０６；舒玢玢等，２０１７；敖翔，２０１８），另外父母对外出子女的

担心和顾虑，同样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Ａｎｔｍａｎ，２０１０）。 然而已有关于精神慰藉方面

的研究多是从理论或者逻辑层面说明外出子女精神慰藉功能减弱可能会影响父母精神健康，而对现

代通讯技术普及下农村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影响关注不够。
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做出改进。 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基于外出子女

精神赡养行为变化的新视角，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否改善父母精神健康，从而在农村养老资

源有限条件下，探索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二，在研究设计方面，首次将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健康需求模型拓展应用于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父母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利用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充分讨论并采取针对性解

决方法。 上述改进除能增强对该类问题的理解深度外，还能提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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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学家将健康视为一种人力资本 （Ｍｕｓｈｋｉｎ， １９６２）。 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７２）基于健康资本视角提出健康需求模型，该模型奠定了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研究的理论基础（Ｇｒｉ⁃
ｍａｒｄ 等，２０１０；刘宏等，２０１１），本文以此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２）认为父母健康行为的目标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 为

实现效用最大化，父母可以决定第 ｔ 个时期的最优健康水平（Ｈ∗
ｔ ）。 但父母需要通过投入生产健康的要

素用来维持或者改善健康水平。 也就是说，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取决于生产精神健康的要素投入。 理论

上，生产精神健康的投入要素有多种，如心理咨询（Ｂｅａｕｌａｃ 等，２０１１）、社交活动（Ｔａｋｅｄａ 等，２０１５；鲁小亚

等，２０１９）、配偶支持（Ｌｅｈａｎｅ 等，２０１８）等，本文重点关注的“子女精神慰藉”同样可视作用于生产精神健

康的投入要素，并且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农村地区，这种要素是重要且独特的（穆光宗，２００４）。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２）给出了消费者实现最优健康水平的均衡条件∗∗：
γｔ ＝ ｒ ＋ δｔ （１）

其中，γｔ代表投资健康的边际货币收益率，也称为健康资本的边际效率（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Ｃ），γｔ ＝ＷｔＧｔ ／ πｔ－１

∗∗∗。 （１）式右边则代表投资健康的边际资本使用成本，包含利率 ｒ 和折

旧率δｔ两方面∗∗∗∗。
接下来，在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的均衡条件下，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说明父母最优精神健康水平决

策，以及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会如何影响父母的精神健康，如图 １ 所示。 首先，考虑没有现

代通讯技术的情况，这时父母如果想从外出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的话，只能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但由于空间距离的阻隔，代际间情感交流的成本较高。 此时，假定生产精神健康的边际收益曲线∗∗∗∗

为图 １ 中的 ＭＥＣ 曲线，Ｓ 代表生产精神健康的边际货币使用成本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父

母的最优精神健康水平Ｈ∗
ｔ 。

然后，考虑在有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下，父母如果想从外出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的话，除能与其

面对面交流外，还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与外出子女取得通讯联系并交流情感。 这意味着现代通讯技术

降低了代际间远距离情感交流的成本，即降低了父母获得外出子女情感支持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
此时，投资精神健康的边际成本（πｔ－１）减小。 所以精神健康的边际收益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由图 １
中的 ＭＥＣＩＣＴ曲线表示，而 Ｓ 曲线并未变化。 此时，父母的最优精神健康水平则由Ｈ∗

ｔ 增加至Ｈ∗ＩＣＴ
ｔ 。

通过理论分析不难发现，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当父母可以与外出子女进行通讯方式的情感

交流时，父母精神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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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与一般的消费者决策模型不同，健康需求模型中消费者面临着预算约束和时间约束两个约束条件

为便于分析又不失一般性，文中给出的是简化后的均衡条件，即仅考虑健康的投资品特征。 原均衡条件表达式为：γｔ ＋αｔ ＝ ｒ－

π�ｔ－１＋δｔ，αｔ代表健康在效用层面获得的收益率，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称之为精神收益率（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ｉｃ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π�ｔ－１为边际成本变动率

其中，Ｗｔ表示工资率；Ｇｔ表示健康资本生产健康时间的边际生产力，Ｇｔ ＝∂ｈｔ ／ ∂Ｈｔ，ｈｔ为父母可消费的总健康天数；πｔ－１表示第 ｔ－

１ 期投资健康的边际成本，πｔ－１ ＝ｄ Ｃｔ－１ ／ ｄ Ｉｔ－１，Ｃｔ－１为第 ｔ－１ 期用于投资健康的总成本

其中，利率 ｒ 表示了资金用于投资而放弃的利息，也就是投资资金的机会成本；δｔ是第 ｔ 期的健康折旧率，折旧率是外生的，但
与个人的年龄有关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ｍ（１９７２）指出健康资本生产健康时间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学规律，因此，由边际收益曲线 ＭＥＣ
的表达式可知，该曲线斜率为负，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

∗∗∗∗∗∗　 由于 ｒ＋δｔ不受健康资本存量的影响，因此边际成本曲线 Ｓ 为一条水平线



图 １　 最优精神健康水平的比较静态分析

（二）实证模型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期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是否会改善父母精神健康。 计量模型

设定如下：
Ｈｉｔ ＝ β Ｃ ｉｔ ＋ θ Ｚ ｉｔ ＋ μｉ ＋ εｉｔ

其中，Ｈ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 ｉ 个父母在第 ｔ 期的精神健康状况；Ｃ ｉｔ为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

持变量；Ｚｉｔ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μｉ 为因个人而异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εｉｔ 为随机扰

动项。
正确衡量父母精神健康，是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关键。 在多种学科关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常使

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开发的抑郁症量表（ＣＥＳ－Ｄ）所测量的抑郁程度来衡量精神健康水平（Ｅｒｂｓｌａｎｄ
等，１９９５；Ｂｅｅｋｍａｎ 等，１９９７；Ｏｈ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等，２０１７）。 本文同样选取此指标来衡量父母精神健康水平。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采用 ＣＥＳ－Ｄ 量表方法，在问卷中设计了 １０ 道涉及受访者上周感觉及行为的问题，其中

有 ８ 道消极问题和 ２ 道积极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均为问题发生的频率，根据受访者所选项，１０ 道问

题的累计分数为 ＣＥＳ－Ｄ 得分∗。 ＣＥＳ－Ｄ 得分在 １０～４０ 之间，得分越高意味着父母的抑郁程度越高，
精神健康水平越低。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外出子女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中统计的通讯方式主要包

括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联系等多种方式。 借鉴已有研究，选取外出子女与父母的通讯联系频率来衡

量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通讯方式情感支持的力度，通讯联系频率越高代表着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力

度越大。 如果有多个子女外出将选取所有外出子女中通讯联系频率的最高频率（宋月萍，２０１４）。
根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模型，控制变量集Ｚｉｔ中主要包括以下变量：年龄，可看作健康折旧率的代理变量；

受教育水平，可看作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其他精神健康的投入要素，包括从配偶和亲朋处所获得的

精神慰藉；父母劳动情况，从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庭劳动两方面衡量；子女特征，具体包括子女平均年

龄、外出子女比例、外出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子女居住安排，其中子女外出比例和子女居住安排能一

定程度上代表父母获得子女照料和当面情感交流的情况，例如外出子女比例越多、没有子女与自己共

同居住意味着父母获得子女照料和当面情感关怀的难度就越大，子女提供的上述支持可能越少；生活

水平，利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衡量。 另外，还有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例如初始健康水平、健康素养与

意识、家庭健康遗传情况等变量，往往不会在短期内变化，这些变量包含在了μｉ 中。 主要变量及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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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计分方法是，对于消极问题，例如：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４ 个选项中表示出现频率最低的计 １ 分，次低的计 ２ 分，次高的

计 ３ 分，最高的计 ４ 分；而积极性问题的计分方式则相反，即出现频率最低的计 ４ 分，次低的计 ３ 分，次高的计 ２ 分，最高的计 １ 分



量方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设定

　 变量 　 　 描述 　 　 赋值 ／单位

抑郁程度 受访者 ＣＥＳ－Ｄ 得分 分数

认知水平
受访者对 １０ 个词语短期记忆个数和延时记忆个
数的平均数

个数

生活满意度
受访者主观的生活满意程度，反映受访者对生活
的总体评价

１＝一点也不满意，２ ＝不太满意，３ ＝比较满
意，４＝非常满意，５＝极其满意

子女通讯联系
受访者与所有外出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中的最高
频率

０＝几乎不联系，１＝有子女能每年联系 １ 次，
２＝有子女能每半年联系 １ 次，３ ＝有子女能
每 ３ 个月联系 １ 次，４ ＝有子女能每月联系 １
次，５＝有子女能每半月联系 １ 次，６ ＝有子女
能每周联系 １ 次；７＝有子女能每周联系 ２～ ３
次，８＝有子女能每天联系 １ 次

年龄 受访者年龄 年

性别 受访者性别 ０＝母亲，１＝父亲

受教育水平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年

配偶慰藉作用 受访者是否与配偶同住 ０＝否，１＝是

社交活动
过去一个月，受访者是否有以下社交活动：与朋
友交往、帮助亲友、上网

０＝否，１＝是

家庭劳动 受访者是否照料孙辈 ０＝否，１＝是

农业劳动
过去一年，受访者有没有从事 １０ 天以上的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

０＝否，１＝是

外出子女比例
受访者子女中常住地在受访者住地所在县以外
的其他区域的个数与全部子女个数的比例

％

子女平均年龄 全部子女的平均年龄 年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全部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包括现
金和实物）数量

千元

居住模式 是否有子女与受访者共同居住 ０＝否，１＝是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等于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
家庭收入包含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经营、工资性、
转移性收入

千元

是否领取养老金 受访者是否参与了养老保险 ０＝否，１＝是

上一期精神健康 受访者上一期抑郁程度得分 分数

上一期身体健康
受访者上一期 ５ 项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项目独
立完成的个数

个数

慢性病个数 医生曾经告诉受访者的慢性病患病个数 个数

是否有手机 受访者是否有手机 ０＝否，１＝是

本村供电天数 本村一年中正常供电的天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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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ＡＲＬＳ）。 ＣＨＡＲＬＳ 是一项全国性的专门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调
查对象为年龄 ４５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 该项目采用多阶段 ＰＰＳ 抽样方法，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２８
个省份中随机选取 １５０ 个县、４５０ 个社区（村）开展调查访问，截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追访时，应答样本总计

１. １８ 万户家庭中的 ２. ０３ 万名中老年人。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内容包括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医疗保障、工
作、退休和养老金、家庭结构和子女代际支持、人口基本信息以及社区（村）基本情况等。 ＣＨＡＲＬＳ 全

国基线调查始于 ２０１１ 年，每两年追踪一次，目前已公开的数据有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期数

据。 本文中主要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两期数据。
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如何影响中老年父母精神健康，所以选取居住在

农村地区的且至少有一位外出子女的年满 ４５ 岁的中老年父母作为研究样本。 在此需要界定外出子

女，本文的“外出”更多体现在较长距离的迁移，借鉴已有研究，将常住地在父母住地所在县以外的地

区的子女界定为外出子女∗（刘畅等，２０１７）。 在剔除城镇样本以及没有外出子女的样本后，获得 ９８６８
个研究样本∗∗，其中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４９６５ 个和 ４９０３ 个，两年均有观测值的样本量

为 ６３９０ 个。 所用研究样本覆盖除北京、上海、天津、海南、宁夏、西藏和港澳台以外的 ２５ 个省份。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２ 所示，在精神健康方面，父母抑郁程度 ＣＥＳ－Ｄ 平均得分为 １８. ６７。 按照常规的抑郁症定

义，ＣＥＳ－Ｄ 得分大于 ２０ 则被认为患有精神抑郁症状。 经计算，样本中约有 ３２％的父母患有一定程度

的精神抑郁。 从个体特征来看，父母平均年龄为 ６１ 岁；父亲人数占 ４８％，母亲人数占 ５２％，性别比例

基本持平；样本反映出农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５ 年；大约有 ８８％的样本，配
偶健在并与其共同居住；在劳动方面，有 ６８％的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超过 ４０％的父母需要

照料孙辈。 从子女特征来看，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约为 ３７１０ 元 ／年，家庭子女的平均年龄

为 ３３. ４７ 岁；与子女同住的父母约占样本总体的 ４２％。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１３ 年外出子女与父母进行通讯联系的比例约为 ８１％，２０１５ 年该比例增加至 ９０％

左右；有外出子女通讯频率能在每周联系 １ 次及以上的比例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１. ２３％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

４６. ２８％。 这反映出，农村家庭中外出子女与父母通讯频率呈增加趋势，并且代际间通讯联系已相当

普遍。 图 ３ 展示了外出子女通讯联系与父母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由图 ３ 不难发现，整体上随着外

出子女联系频率增加，父母 ＣＥＳ－Ｄ 得分均值在降低，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与父母抑郁程度之间呈现出

负相关关系。 但在联系频率较低，即通讯联系为几乎没有和每年 １ 次时，两者间并未表现出负相关关

系。 这种现象可能由多方面原因导致，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外出子女感知到父母精神状况良好，
可能认为没有必要与父母进行频繁的联系，因此减少了通讯方式的情感支持强度。 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两者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下文会进一步讨论并处理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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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在外务工，以及通过考学、参军、婚姻等途径迁移至外地就业、生活的子女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ＣＨＡＬＲＳ 数据中，居住在城镇的家庭比例约为 ４０％；没有外出子女的农村家庭占全部农村家庭的比例约

为 ５２％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抑郁程度 ９８２０ １８. ６７ ５. ９１ １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认知水平 ９７６４ ２. ９４ １. ９２ 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生活满意度 ９１６５ ３. ２３ ０. ７９ １. ００ ５. ００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９８６８ ４. ６２ ２. ３９ ０. ００ ８. ００
年龄 ９８６８ ６１. ０７ ９. ５５ ４５. ００ １０２. ００
性别 ９８６８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受教育水平 ９８６８ ４. ５６ ４. ０９ ０. ００ １７. ００
配偶慰藉作用 ９８６８ ０. ８８ ０. ３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社交活动 ９８６８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农业劳动 ９８６２ ０. ６８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家庭劳动 ９８６８ ０. ４１ ０. ４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外出子女比例 ９８６８ ０. ５８ ０. ２８ ０. １０ １. ００
子女平均年龄 ９８６３ ３３. ４７ ９. ４０ ４. ２０ ９２. ００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９８６８ ３. ７１ １１. ８９ ０. ００ ６１０. ００
居住模式 ９８６８ ０. ４２ ０. ４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家庭人均收入 ９７３５ ４. ４３ １２. ６９ ０. ０２ ６５０. １５
是否领取养老金 ９８６８ ０. ８１ ０. ３９ ０. ００ １. ００
上一期精神健康 ７８５２ １８. ８５ ６. ２９ １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上一期身体健康 ８９５２ ４. ７５ ０. ７７ ０. ００ ５. ００
慢性病个数 ９８６８ １. ４４ １. ４３ ０. ００ ９. ００
是否有手机 ９８６８ ０. ８３ ０. ３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本村供电天数 ９８６８ ３５３. ３２ ３２. ６８ ０. ００ ３６５. 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五、估计结果与讨论

（一）基础回归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体异

质性，如初始健康水平、家庭健康遗传情况等，从而可以解决由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

聚类到个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以消除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之间的自相关问题。 作为稳健性比较，进
一步结合被解释变量数据特征，选择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采用自助法求得聚类自助标准误。

表 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种方法估计出的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系数均为负，并都在 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这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估计结果比较稳健。 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外出子女通讯

联系对父母抑郁程度有显著负影响，子女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抑郁程度越低，精神健康状况越佳。
这支持了理论分析结果。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和现实情况基本相符。 女性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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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程度变量的值大于等于 １０ 且有大量值聚集在 １０ 值上，因此进一步选择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使用面板数据进行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时，由于固定效应 Ｔｏｂｉｔ 模型找不到个体异质性μｉ 的充分统计量，而不能进行条件极大似然估计；同时，ＬＲ 检验结果拒

绝了个体异质性方差为零的原假设，即拒绝了混合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因此，文中选择随机效应的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对基础回归的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模型设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图 ２　 农村外出子女与父母的通讯联系情况

图 ３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与父母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明女性精神上更脆弱，是精神疾病的易发群体，这与 Ｌｅｉ 等（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年龄增加，父
母的抑郁程度越高，精神健康状况更差，这与父母的心理机能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有关；受教育年限

越高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赵忠（２００６）针对中国农村人口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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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配偶共同居住可以减低中老年的抑郁程度，可能原因是，与配偶共同居住既可以相互照顾，还能

降低孤独感；结果还显示，与亲戚、朋友的社交活动可以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程度。

表 ３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抑郁程度

ＦＥ 面板 Ｔｏｂｉｔ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０. １３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３）

年龄 ０. １３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性别 — －２. ００１∗∗∗

— （０. １２６）

受教育水平 — －０. １５９∗∗∗

— （０. ０１６）

配偶慰藉作用 －２. ５０９∗∗∗ －１. ５７０∗∗∗

（０. ７２１） （０. ２３２）

社交活动 －０. ４８０∗∗∗ －０. ５４８∗∗∗

（０. １８４） （０. １３５）

农业劳动 －０. １０５ －０. ２３４∗

（０. ２４６） （０. １２９）

家庭劳动 －０. ２１３ ０. ０６８

（０. ２０２） （０. １２７）

外出子女比例 －０. １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４５５） （０. ２６１）

子女平均年龄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外出子女经济支持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居住模式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４

（０. ２２２） （０. １３５）

家庭人均收入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是否领取养老金 －０. ４２８∗ －０. ３９６∗∗∗

（０. ２２４） （０. １４０）

常数项 １２. ９０２∗∗∗ ２２. ２９４∗∗∗

（２. ７７６） （０. ７０２）

观测值 ９６７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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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１. 精神健康衡量指标调整。 接下来分别选取认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来衡量精神健康水平。 认

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也是相关研究中常用来衡量精神健康的指标（刘宏等，２０１１）。 同基础回归一

样，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估计认知水平方程和主观幸福感方程。 作为稳健性比较，进一步结合被解

释变量数据特征，选择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模型估计认知水平方程∗，使用面板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主观

幸福感方程∗∗。
表 ４ 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认知水平方程，还是生活满意度方程，不同方法估计出的子女

通讯联系变量系数均为正，并都在统计上显著。 估计结果表明，子女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的认知

水平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 实证结果再次表明子女通讯联系有助于改善父母精神健康。 其他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并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调整精神健康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

表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精神健康衡量指标调整

　 　 变量

认知水平 生活满意度

Ｆ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ＦＥ ＦＥ 面板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通讯情感支持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９６２２ ５７５４ ９０３６ ９０３６

　 　 注：控制变量包括基础回归中的其他控制变量。 下同

２. 通讯联系变量设定调整。 选取全部外出子女通讯联系频率的均值和中位数来设定子女通讯

联系变量。 理论上，均值代表着一组数据的平均水平和集中趋势，也能很好地反映出一个家庭中外出

子女通讯联系水平的高低。 考虑到最值可能影响均值，进一步选取中位数加以衡量。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的衡量方式，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为负数，且估计系数大小与基础回归方程基本一致。 调整子女通讯联系变量设定的检验结果表明，
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３. 内生性的进一步讨论。 尽管计量模型中尽可能控制了影响父母精神健康的可观测因素，并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但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

计结果仍可能受到内生性影响。 其原因是，子女通讯联系和父母精神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例如父母精神状况越差，外出子女可能越关心父母，从而增加与父母联系的频率。 为检验前文估

计结果是否受到联立性偏误影响，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尝试从村级和个人

两个层面寻找工具变量，分别选取村级正常供电天数和个人是否有手机作为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工

具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ＣＨＡＲＬＳ 只公布了 ２０１１ 年的村级数据，村级供电天数变量均使用 ２０１１ 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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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认知水平变量为 ０～１０ 之间的正整数，属于计数数据类型，选择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模型进行估计。 由于固定效应的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

仅适用于平衡面板数据，并且进行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时会删除个体异质性μｉ 的充分统计量为零的样本，也就是认知水平两期取值

均为 ０ 的样本，所以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的样本数量明显减少

主观幸福感变量的设定为：１＝一点也不满意、２＝不太满意、３＝比较满意、４＝非常满意、５＝极其满意，属于有序的多值离散变量

限于文章篇幅，在此未列出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索取



级数据来衡量∗。 由于两期数据中村级供电天数变量并无变化，文中使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两阶段

最小二乘估计。

表 ５　 稳健性检验：通讯联系变量设定调整

　 　 变量

抑郁程度

ＦＥ 面板 Ｔｏｂｉｔ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变量

抑郁程度

ＦＥ 面板 Ｔｏｂｉｔ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均值）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７∗∗∗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中位数） －０. １２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９６７６ 观测值 ９６７６

工具变量须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通讯联系离不开手机和电量的供应，显然两个变量都满

足相关性要求。 从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及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有较好的解

释力。 在外生性方面，一般而言，村级层面的供电天数不会影响个人的健康行为和精神健康状况，具
备良好的外生性。 但为控制地区间的系统性差异，在计量模型中纳入了县域层面的固定效应。 对于

是否有手机变量的外生性讨论和处理要谨慎。 是否有手机可能并不只通过“与子女通讯联系”这一

条路径来影响父母的精神健康。 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是，父母使用手机与其他亲友通讯联系，交流情

感。 因此，在计量方程中控制父母与亲友的社交活动情况，以避免是否有手机变量通过此途径影响父

母精神健康。 表 ７ 给出的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另外，很多文献中指出，子女外出行为也会受到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从而导致联立性估计偏误。

但在本文中，由此原因导致内生性的可能性较弱。 其原因是，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问卷调查，受
访者当场的测量数据反映的是受访者当期的精神健康状况，而子女外出决策则是前期行为，不会受到

当期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 但子女外出决策可能会受到父母前期健康状况的影响，所以进一步在方

程中控制父母上一期精神健康、上一期身体健康∗∗和慢性病个数①三个变量。 经上述处理，计量方程

中的联立性偏误问题应该能被解决。
表 ６ 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子女通讯联系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稳健为负，而且估计系数绝对值较

基础回归有所提升。 进一步说明，忽略父母精神健康与子女通讯联系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就可能低估

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精神健康的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并与基础回归结

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发现子女通讯联系有利于改善父母精神健康，那么针对不同特征的父母，这种影响是否

存在差异呢？ 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识别不同群体的异质性，还能为未来农村养老政策制定的目标

选择提供依据。 接下来，重点考察子女通讯联系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父母影响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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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　 这可能增加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风险，但表 ８ 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该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在这里分别将 ２０１５ 年数据与 ２０１３ 年数据合并，２０１３ 年数据和 ２０１１ 年数据合并，已获得父母上一期的身心健康数据

慢性病一般由于饮食习惯、生活环境、基因等长期因素引发，具有迁延不愈的特点，因此父母患有慢性病的个数可以作为以

往健康状况的一个代理变量（刘畅等，２０１７）



表 ６　 稳健性检验：ＩＶ－２ＳＬＳ估计

　 　 变量

抑郁程度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 －０. ４７７∗

— （０. ２８４）
是否有手机 ０. ５８３∗∗∗ —

０. ０７８ —
本村供电天数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
控制变量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７６６８

　 　 注：控制变量除包括基础回归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外，还包括上一期精神健康、上一期身体健康、慢性病个数三个

变量

表 ７　 过度识别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过度识别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

原假设 Ｈ０：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 原假设 Ｈ０：工具变量的系数为 ０
χ２ 统计量 ０. ３２７ Ｆ 统计量 ３２. ３３２∗∗∗

ｐ 值 ０. ５６７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１.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是否与父母性别有关？ 父亲和母亲在精神上存在先天

性差异（韦艳等，２０１０），母亲比父亲精神上更容易受到影响，更注重情感回馈（Ｄｏｈｅｒｔｙ 等，１９９５）。 因

此，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亲和母亲精神健康的改善作用和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首先按照父母性别

将父母分为母亲组和父亲组进行分组回归；其次在基础计量模型中纳入子女通讯联系与性别的交互

项进行全样本回归，用以检验子女通讯联系的影响是否与父母性别有关。 估计结果如表 ８ 所示，在母

亲组和父亲组中子女通讯联系变量估计系数均为负，但母亲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父亲组估计

系数的绝对值，并且母亲组估计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时，子女通讯联系与性别交互项系

数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子女通讯联系对母亲和父亲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子女

通讯联系对母亲精神健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父亲精神健康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
２. 外出子女通讯联系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是否与父母年龄有关？ 同样采用分组和交互项两种方

法考察父母年龄异质性。 将年龄在 ４５ ～ ６０ 岁的父母划为中年组，年龄在 ６０ 岁及以上的父母划为老

年组。 表 ９ 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组中子女通讯联系估计系数均为负，中年组估计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而老年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子女通讯联系与年龄交互项系数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子女通讯联系对不同年龄父母精神健康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子女通讯联系能显著改善

中年父母精神健康，但并未明显改善老年父母精神健康。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现

实中年迈父母的心理机能和生活能力均下降，他们可能更需要子女提供面对面的情感关怀和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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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料，因此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并未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二是老年父母对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尤
其是对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接受与使用能力较弱，可能导致子女通讯情感支持的效果未得以

体现。

表 ８　 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

　 　 变量

抑郁程度

ＦＥ
母亲组 父亲组 全样本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０. １８３∗∗∗ －０. ０７８ －０. ２０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性别 — — ０. １３８∗

— — （０. ０８０）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８６ ４６９０ ９６７６

表 ９　 子女通讯联系影响的年龄差异分析

　 　 变量

抑郁程度

ＦＥ
中年组 老年组 全样本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 －０. １９６∗∗∗ －０. ０７３ －０. ２７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２）
子女通讯联系频率×年龄 — — ０. ０９４∗

— — （０. ０５３）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４５２６ ５１５０ ９６７６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基于外出子女精神赡养行

为变化新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响。 研

究发现，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影响，通讯联系频率越高，父母抑郁程越

低。 这表明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改善父母精神健康水平。 通过调整精神健康衡量方式、调整

子女通讯联系变量设定方式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解决联立性偏误等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

论始终保持不变。 研究还发现，女性和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更差，是精神疾病的易发群体。 进一步对父

母特征异质性的分析发现，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改善效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年龄

差异，对于精神疾病易发的农村女性和老年群体而言，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母亲精神健康，但未

明显改善老年父母精神健康。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现实意义。 首先，现代通讯技术在家庭养老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当前嵌入现代通讯技术的“新时代家书”在改善农村父母精神健康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未

来在伦理和文化层面，提倡农村外出子女多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当面对面交流受到限制时，鼓励外

出子女采用通讯手段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充分发挥子女通讯联系“家书抵万金”的作用。 其次，农
村父母年龄因素与智能通讯技术适应能力密切相关，老龄父母对信息通讯技术和设备的接受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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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弱，导致子女通讯联系对老龄父母精神健康的改善作用有限。 因此，仅依赖子女精神赡养方式

调整，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老龄人口精神赡养问题，需要社会养老做出针对性补充。 未来农村养老政

策制定应关注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家庭养老方式变化，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互补融合，从而更有

效地提升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精神健康状态，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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